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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家店的二老板——孟轲 (公元前389—
—前305年)为了利用文艺的宣传作用制造

反革命舆论,使劳动人民成为循规蹈矩、俯首听命的奴隶,从而达到复辟奴隶制度的罪

恶目的,不但全盘继承了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,而且还独出心裁地
“发明”了一种唯心

主义的评诗方法,即 “说诗者,不以文害辞,不以辞害志;以意逆志,是为得 之 。”

(《万章》)所谓 “以意逆志
”,就是 “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” (朱自清《诗言

志辨》)o这里所说的 “意”是指 “说诗者”的思想, “志
”是指作品所表现的思想。两

者则要求互相迎合求得一致。

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: “在阶级社会中,每-个人都在-定的阶级 地位 中生

活,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。”孟轲所宣扬的 “意”和 “志”究竟是属于哪个阶

级的呢?要弄清这个问题,我们首先要了解他的文艺批评标准。孟轲曾多次强调文艺作

品必须把反映奴隶主贵族的思想核心
“仁”放在首位,这是他给文艺所规定的一条政治

标准。他说: “仁之实,事亲是也;义之实,从兄是也。⋯⋯乐之实,乐斯二者 。”

(《离娄》)意思是说音乐要以宣扬
“仁义
”
为乐事。在诗歌创作上,孟轲也强调 以“仁

”

为立足点,否则便骂为 “小人之诗”。齐国的高子说 《小雅 ·小弃》是
“
小人之诗

”
,

孟轲说什么这是固执、机械地看问题。 《小弃》为什么不是 “小人之诗”呢?因为它表
现了 “仁

”这一思想内容 (“《小弃》之怨,亲亲也。亲亲,仁也。
”《告子》)o既然孟轲所要求

的 “志
”是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,那么 “说诗者”的 “意”自然也是属于奴隶主贵族

阶级的。

由此看来,孟轲所鼓吹的 “以意逆志”就是要求 “说诗者”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思

想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诗篇表现的思想相一致;对于那些被压迫阶级反抗奴隶主贵族或

正确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篇,则要求
“说诗者
”不要受 “文辞

”的限制,可以抛开作

品所反映的客观思想内容主观臆断地去解释,使之符合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思想要求。

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,有歌颂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诗篇,也有一部分是揭露奴隶制度

的作品。要想使
“诗三百”为反动没落的阶级服务,除孔老二的删改、曲解外, “以意

逆志”则又是反动阶级评论作品的
“诀窍
”。运用这种方法,象 “周虽 旧邦,其 命维

新” (长大雅·文王》)之类的反动诗句,孟轲大加宣扬并要求读者
“迎受
”它的思想,对

于象 《小雅 ·北山》一类反抗奴隶制度的诗篇,他则给予歪曲。 《北山》的作者是奴隶
社会里的-个下层官吏,他通过这篇诗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奴隶主贵族阶级内部的

尖锐矛盾,表现了作者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情绪。可是,孟轲对其中心思想 却 曲解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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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劳于王事不得养父母也
”
(《万章》)o在他看来,为国君效劳这是 “忠”,因不能养父

母而怨恨这是 “孝
”。两者虽然是矛盾的,但都合乎奴隶主阶级的要求。另外,诗作者

对 “大夫不均,我从事独贤” (贤 ,即劳)这种奴隶主阶级内部大鱼吃小鱼的不平等现
象的怨恨,孟轲只好闭着眼睛解 释为 “此莫非王事,我独贤劳也” (《万章》)o作贼心

虚,孟轲觉得这样偷换主题实在不能遮人耳日,就用 “不以文害辞,不以辞害志”来加

以掩护。其实,这正是 “妄图用-个比较 ‘客观妁
’
术语来掩饰唯我论真面 目的唯 心

主义” (列宁: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》)。 后来的孔孟之徒朱熹大概看到他的老祖宗赖掉
“大夫不均

”也太露骨,就在 《诗经集传》中解释说: “不斥王而曰大夫,不言独劳而

曰独贤,诗人之忠厚如此。”其实,这种硬给诗作者戴上一项 “忠厚”的帽子的拙劣手

法根本救不了他祖宗的驾,反而暴露了朱熹不敢面对现实的胆怯心理。

孟轲处在新文艺茁壮成长、旧文艺日渐衰败的时代,当他看不见、听不到
“仁言
”和

“仁声
”时,就气急败坏,悲痛万分。他把新文艺祝为洪水猛兽,千方百计地压制其成

长,并且深恶痛绝地嚎叫什么要 “正人心,息邪说,距坡行,放淫辞″ (《滕文公》),“恶

郑声,恐其乱乐也” (巛离娄》);同时,为了挽救 “王者之迹熄而诗亡” (同上)的残局 ,
还学着孔老二的腔调竭力鼓吹复古倒退的文艺理论,祭起 “以意逆志”这块 “法宝” ,

要后人 “迎受
”
古人的思想 ,要人们与古人为友 (“尚有”《万章》),以此与新文艺相对抗 ,

与进步的阶级相对抗。其险恶用心,就是要通过文艺的宣传作用拉历史的车轮倒转,使

正在崩溃的奴隶主阶级免于死亡。

毛主席指出: “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,因 为它可以曲入 们瞎 说 -
气,不要根据客观实际;也不受客观实际的检查的。?长期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、受到

反动阶级拥护的孔孟学说,就是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它的思想基础的。孟轲的
“以

意逆志
”的评诗方法,是一切反动派认为最省力的歪曲古代作家作品为他们的反动政治

服务的评诗方法。他们像得了什么
“法宝
”似的吹捧

“以意逆志
” “是孟子的特见” ,

是
“后代诗话的萌芽

”。文学史上的许多诗人都被反动派祭起孟轲这个
“以意逆志

″的

“法宝
”弄得面目全非。歌咏过

“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” (《读u刂海妊》)的陶渊明,

被涂抹成
“浑身都是静穆

”;主张过 “官军请深入 ,蓄锐可俱发″ (o匕征》)的杜甫,被

扮成
“和平诗人

”。甚至于一些著名的法家诗人,也遭到恶意的歪曲:屈原被乔装成激

发 “天性民彝之善
”
、 “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拶的忠臣多李商隐被描绘成在牛、李党争中

钻夹缝、向上爬的官迷。一部中国文学史过去确是被孔孟之徒所惯用的
“以意逆志

”
、

瞎说一气的最省力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法把许多问题颠倒了的。这种颠倒 黑 白的现

象,真象鲁迅讲的: “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?(巛题未定草》六)o不彻底批 判 “以

意逆志
”
的反动儒家文艺观点,就不可能看到古代诗人及其作品的真象。我们一定要以

阶级斗争为纲,理清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,把被反动派和孔孟之徒所颠倒了的

历史颠过来。


